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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探討
********************************************************************

宣教與聖經詮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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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強博士 
(澳洲維省長老宗神學院宣教系專任講師亞裔課程主任)

引言
近代宣教學面對不少挑戰， 其中一個最嚴峻的挑戰就是在面對宣教理論與方法策略的缺乏上， 學者意見不一，[1]使到宣教學的理論建設產生不少障礙。對於福音派學者而言， 宣教學主要建立於聖經基礎上。[2] 但近代學者對聖經詮釋的爭論， 卻又加劇了宣教學者的分岐。 基本上， 學者處理宣教學與聖經關係大致可分為三種不同觀點。 
 
聖經與宣教學的三種關係
第一種是採取聖經和宣教學無關的觀點，主張宣教學與聖經分離的立場。 Van Engen 對此種觀點有下列的評論:
 
他們 [聖經學者] 很少從宣教學角度 … 來作聖經分析。 另一方面， 積極參與宣教的宣教人士， 很容易把既有的預設強加於聖經之上， 甚或完全忽視聖經。[3] 
 
此種關係有雙重的引申意義。 第一， 部份學者傾向不以聖經為基礎去建構他們的宣教神學。 嘗試找一兩節聖經或一個觀念， 便建立他們的宣教神學。又或以現代的處境去尋找一些他們認為可以支持他們宣教方法的聖經根據把意義強加於聖經之上。[4]
 
這些學者多以不同的資源或基礎來建構聖經神學。 聖經只是其中一種參考資源，如 處境、 教會、 信徒性格、 文化研究、 溝通理論、 人類學理論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等等， 都與聖經有著同等的地位， 甚至超越聖經的教導， 成為建構宣教神學的主要參考資料。 [5]
 
其次，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指出聖經並不是為指導信徒宣教而寫。[6] 他們不相信基督徒可以從聖經找出直接指導宣教的實踐原則， 因為信徒並不應如此引用聖經。[7] 其後果就是聖經學者建立神學的時候， 並沒有考慮宣教學的角度或甚至沒有為宣教神學的發展而有所貢獻。 
 
第二種關係是單向依賴的關係。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以聖經為宣教學唯一的參考指標。 他們也認為聖經詮釋是建立宣教神學及實踐原則的基本方法。 此種說法集中於聖經對宣教的影響。 因此， 聖經並不是支持宣教實踐的其中一種方法， 而是眾多方法中最出類拔萃的方法。[8] 此觀點的影響就是學者單以聖經詮釋作為宣教學建構的惟一方法。  Hans Schaerer 就曾提出， 在建構宣教神學時， 聖經權威應高於一切其他資源的說法。 [9]
 
第三種的關係是互相依賴之關係。  此種觀念是把聖經詮釋與宣教學視為彼此依賴之關係。 學者會以聖經作為宣教神學及實踐的基礎。 但是， 他們也相信宣教學也應該對聖經詮釋有所影響。Hesselgrave 提出此種觀點。 他認為， 宣教學者所應做的， 是「不單以聖經詮釋宣教，  也應以宣教的角度來詮釋聖經」。[10] 換句話說， 他建議一種宣教學與詮釋學彼此依賴的雙向關係。 雙方對另一方的發展各有貢獻及幫助。
 
上述三種關係對宣教學的發展， 無論是正面或負面， 均有重要的影響。 宣教神學的發展，不單受到此種聖經與宣教關係上不同觀點的挑戰，在聖經詮釋方法論上，學者意見分歧, 也對宣教神學的建構帶來不少危機。
 
宣教學與詮釋學所面對的危機
正如上段文章所言，從宣教學的角度而言， 聖經詮釋學與宣教學關係密切。 Van Engen 就指出， 過去宣教學與聖經學者對話所產生的混亂與問題， 是因為彼此「長期忽視對方所致」。[11] 可以肯定的是， 兩者彼此的不信任及討論會因為聖經詮釋學所面臨的問題而加劇。 
 
詮釋學的紛亂
大部份學者都會同意， 聖經是宣教神學的依歸。 一般而言， 學者對於多元化的宣教及傳福音方式均可接受，[12] 但卻主張福音核心內容不變。 雖然如此， 近年後現代主義對聖經詮釋學帶來多元化的影響， 並引致對聖經本質有不同理解的討論，促使宣教神學建構出現不少的爭論。 在眾多分析聖經的方法中， 「世俗方式的文學批判， 社會科學分析到行為心理學理論及經驗」均有。[13] 明顯的， 一方面 學者需要從聖經真理中找出原則來建構宣教神學。 另一方面， 又要找出正統而又可接受的方法去分析聖經。 
 
聖經作為宗教文獻
 
二十世紀後期， 聖經詮釋學中興起了視聖經為人類宗教文獻的進路， 與視聖經為神話語的傳統路向的分析有所不同。[14] 事實上， 這兩種進路均對聖經有不同的預設觀念(pre-assumptions)， 這間接形成聖經詮釋學及宣教學的危機。
 
首先， 自從文學批判理論興起後， 聖經學者便對「引入世俗化理論來分析聖經」是否合法開始了辯論。[15] 認定聖經是人的作品意味著研究聖經的人可以與聖經內容或聖經中的神沒有個人之關係。[16]
 
假如人以聖經為單純人類所寫作的宗教典籍， 則聖經在宣教理論及實踐中沒有權威。[17] 影響所致， 其他宗教典籍或主義學說的文學作品也可為基督教宣教提供理論及實踐基礎 (McGavran 1972， 11)。基督教宣教便成了僅僅是人的活動及任務，以致混合主義(syncretism) 的可能出現。
 
假如聖經被認為是單單人類的文學作品‚ 則誰可以正確地解釋聖經的討論便顯得不重要了。聖經詮釋學就不需要解經的人有信心及相關之詮釋知識。所有人都可以有權威地解釋聖經。[18] 這會對宣教學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以本色宣教神學為例。部份學者建議本色神學不應由專家建構， 應由那些明白主觀文化及社會處境的普羅大眾所做。[19]因此， 在建構本色宣教神學時，不同文化處境中的生命體驗及期望便與信心， 技巧， 以及對聖經詮釋學的知識同等重要。 其結果就是眾多非建基於聖經的宣教神學及理論的出現。 在廿一世紀初這現象越來越普遍。借用紐碧堅(Lesslie Newbigin) 的評論， 對宣教及聖經學者而言，「這不是介乎委身與非委身之分別，而是兩種不同的委身」。[20]
 
以聖經為神的話語及宣教神學的根源
有不少學者皆認同聖經是神的話語。他們建議我們應在信仰群體中詮釋聖經。[21] 換句話說， 詮釋聖經需要有對神的信心及信仰，是帶來悔改的信心。這樣的論點把聖經的權威確立於宣教學之中。A. de Groot 就提出:
 
對宣教學而言，聖經非常重要。因為第一，宣教士的異象是從聖經而來並且建立於聖經基礎之上。再者，就是在眾基督徒所共同繼承的產業中，聖經扮演一統的角色。[22] 
 
按此而言， 詮釋聖經的方法就有所限制了。新詮釋批判中的某些方法理論， 如同志批判學就不能被接受。再者， 對詮釋聖經的人也有所限制。 雖然Bevans 建議某些詮釋技巧及知識重要，[23] 但信心在詮釋聖經的過程更是非常重要。[24] 故此， 不是任何宣稱擁有經歷或詮釋學位的人都可以成為聖經的詮釋者。詮釋者必須是擁布悔改生命及信心的信徒。
 
但是， 在認定聖經是神的話語的學者中；不是所有人對聖經詮釋方法都有相同的看法。一些學者建立宣教學於某一節聖經或個別的經文上。並不視宣教學為整本聖經的中心信息。[25] 再者，不同的學者對詮釋聖經的過程也有不同的意見。 是否要以一預設的主題去詮釋聖經抑或從詮釋聖經去找出一個中心主題也是重要的爭論。[26] 他們所爭議的，是聖經對現代社會的意議和適切性。[27] 他們也爭論某些詮釋方法論的合法性， 例如歷史－文法－神學的釋經方法， 正典批判， 新詮釋學， 歷史批判學，以及後現代聖經批判方法等。
 
在此種情況下‚許多聖經學者早已接受聖經分析方法的多元化。因為聖經詮釋學方法的多元化，現代聖經詮釋學未能協助宣教學者在聖經基礎上建構一體的宣教理論。這個危機涉及對聖經本質之假設之不同。多元化使聖經詮釋及宣教學建構的混亂。最終導至宣教學有脫離聖經基礎的危機。
 
後現代觀念對宣教學的挑戰
 
後現代主義對宣教學的挑戰越來越嚴峻。Robert Schreiter 提出在現今時代有三種思想對宣教學有重要的影響。第一是普世的、非霸權主義的訴求。 第二是對聖靈對我們活在此世界中生命的意義之熱切反思。最後， 對宗教神學再度產生興趣。[28]這三種思潮都對宣教神學產生不少衝擊。
 
在神學上，普世的、非霸權主義的訴求是與後現代主義及全球化有關。　因為「全球基督教已變為多元文化中心的基督教」，[29]所以 ，基督教的神學已演變為多元文化中的神學。加上西方世俗主義的入侵，導至多形式的神學、宣教學、及聖經詮釋的出現。[30] 對於多元文化的溝通的訴求不斷增加，導至宣教學及聖經詮釋學的改變。也成今日多元文化宣教神學與實踐的出現。De Groot 這樣形容:
 
聖經的分析不再是群體在它的處境處理聖經的話語。現在是彼此慎重聆聽不同群體的意見及更彼此作出更正。[31]
 
事實上， 對聖經詮釋的傳統西方觀點正在衰落。新的代模正在不同的處境及經驗中興起。 宣教學要在多元中建設統一的宣教神學的確是不容易的。再者， 非霸權主義的訴求為宣教學中的混合主義提供了發展空間。它強調本土處境、文化以及個人經驗的重要性。基本的宣教神學及實踐就從以聖經為主轉移到以處境及人類需要為主。一旦聖經基礎被移離，宣教學就變得脆弱不堪。               
 
加上對聖靈在現今世代工作的興趣日漸增加，會使我們對神的使命(missio Dei)的理解有所改變。[32] 今日對宣教大使命的理解之強調可能會被其他的重點取代，如生命經歷。這對宣教神學而言有很大的影響。 現代第三世界很多宣教神學都深受此訴求的影響。
 
當我們強調生命經歷及不同文化聲音時， 個人與聖經相遇的主觀解釋便被強調。G. Soares-Prabhu 就曾建議，聖經的意義應在詮釋者個人的先存理解與聖經無限制的信息之不斷對話中獲得。[33] 這種不斷改變的對話就產生了新的聖經詮釋和宣教學上的關聯。 宣教神學也就有可能淹沒於眾多生命處境及經歷中而被解體。
 
此外， 對宗教神學再起興趣的熱潮可能損害了藉基督得恩典的信念。因為宗教神學的研究給予殊途同歸的宗教觀念之復興機會。曾有學者指出回應此訴求的唯一結果就是「所有宗教都導向同一真神」。[34]宗教對話與主張不同宗教彼此尊重學習所帶來的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削弱了三一真神及其唯一救贖恩典的信條之影響。這幾種因素形成了宣教學的危機。也導至聖經詮釋學無法支持宣教神學的建構。
 
面對危機的解決方法
 
前設
為 了尋找面對這些危機的解決方法，我們必先澄清三種前設。首先，非霸權主義的訴求基本上是自相矛盾、不能達至的。因為它本身必須要以霸權主義的形式訴求才能 達至它的目的。換句話說，當人以非霸權主義的訴求排斥任何被認為是霸權主義的思想或宗教時，它本身就成為唯一的霸權。惟有在非霸權主義接受霸權主義的存在 時，它才可以達成其訴求的目的。 因此，非霸權主義的訴求，是一個工具去設立非霸權主義的霸權。
 
再者‚非 霸權的訴求把聖經真理等同於西方文化。在確認西方文化處境下所用的詮釋方法有限制，並不等同把西方神學完全摒棄。此訴求把西方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從聖經詮釋 學中拉下來的同時，也把一些在西方文化處境中的重要核心神學也一併拉下來。這些重要的核心神學是經歷東西方神學家幾千年來的研究成果，經由不同時代的教會 及信徒處理積聚而來。把他們的神學一併摒棄，只會造成在聖經詮釋與神學上的真空。單靠第三世界的神學家及聖經學者的努力是沒法填補的。因此，本文相信，非 霸權的訴求基本上是走錯方法。
 
此外， 在宣教學上，文化處境與經驗絕不能取代對神的信心。今日宣教在宣教神學及實踐中強調多元文化、處境、以及經驗是對的。但卻刻意忽略信心的角色是不對的。 聖靈以及我們對救主耶穌基督的信心應該可以引導我們建構聖經宣教神學。 因為宣教是由神開始，是以神為中心的宣教。因此，聖經及宣教神學應在信仰群體中被詮釋。任何脫離對主耶穌信心的聖經詮釋及宣教學都應被拒絕。            
 
最後， 本文假設神在不同時代及歷史處境藉聖靈及以聖經對信仰群體及萬民說話。聖經不僅是神的話語，在古時向人說話，在今日神也藉著聖經向我們說話。 因此，聖經在今日的處境中仍然是真理，可以應用。
 
建議
以上述三個前設為基礎， 本文建議六個方法來面對宣教學的危機。  首先， 我們必須重新肯定聖經在詮釋學及宣教學上的權威。[35] Samuel Escobar 指出洛桑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有一連串的福音派學者在聖經及神學反省的研究之復興。[36]這運動標示著近代福音派運動對聖經的看重及聖經在宣教運動中將來的重要角色。
 
並且， 聖經詮釋的多元化並不一定否定聖經的權威。在信仰群體中，聖經永遠擁有權威。相類似的‚在信仰的群體中， 宣教學永遠應奠基於聖經的權威之上。在處境上的多元不一定表示聖經權威的失去。這在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的課題上尤其重要。
 
另外， 在宣教學上，在聖經中合一但在福音傳播的方式上多元化是可以接受的。學者相信在宣教神學中有聖經的核心真理存在。[37]它是從整本聖經研究出來的核心教導。是超越文化的。它是不會因為人類的處境而改變的 。它是「事實」。 [38]它以三一神的生命行為與話語為中心。即父神通過主耶穌的事奉以及聖靈的引導所啟示達成的救恩。
 
雖然文化是多元的，我們在眾多不同文化處境中，不應不應假設此聖經核心真理缺乏一致性。同樣地， 我們對多元化的定位也應以「承認它對教會是一個禮物，而非問題」來作開始。[39]這樣，聖經真理的合一性以及應用及溝通聖經真理的方法多元化是我們所需要接納的。 
 
那麼，甚麼是聖經詮釋的合法方法呢? Soards 提醒我們現代詮釋學是傾向多元多樣化的。[40]我們要小心抉擇當中的方法來詮釋聖經。在宣教學中的聖經詮釋需要與下列幾個重點相一致:(1) 以基督 及神的救贖旨意為中心; [41](2) 以使徒宣揚的基督福音及聖經正典為主;[42]以及 (3)以J. I. Packer所了解 的「正統說」 (orthodoxy) 為依歸。[43] 
 
 因為宣教學是研究神所啟動的宣教， 所以宣教學必須以基督為中心‚且反映出三一神的救贖旨意。[44] 換句話說， 三一神的救贖恩典與基督的救贖是宣教學中的聖經詮釋中心。
 
現代聖經詮釋的多樣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詮釋學應建基於使徒所宣講的基督救恩信息之上, 以及在整體聖經的正典之上。[45]因為正式領受宣教使命的第一批門徒‚ 就是以宣揚基督的救恩信息為主要服事的信徒。 他們所宣揚的信息‚ 使到教會得以在地上建立。 沒有此救恩的信息，沒有教會。在此基礎之外的宣教是沒有根的。
 
此外， 神學的資源及文化分析的對話是建構本色宣教神學的重點。 信條或正統說的信條對我們有所幫助。它能把我們的詮釋導入歷世歷代以來的不同文化信徒對聖經詮釋的軌道，不致有所偏差。它也應成為建造本色宣教神學建構的參照準則。J. I. Packer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正統說」的清楚解釋:
 
這是把它看成為一儲存歷世以來在聖經中發現的所有真理及智慧的寶庫，它為証明其連貫性而分析， 面對懷疑主義而辯護，以及成功地反駁別異的理解 。正統說是信條的內容，教會所宣揚承認及教導的神學信念。就是教會自使徒時代起一貫地持守的共同信念之核心。[46]
 
因此，選擇合適之方法去詮釋聖經的先決條件；就是決定於該方法是否與正統說吻合。任何方法與上述三種重要的準則相違背的‚就 不能被接納。總的而言，聖經詮釋對未來的宣教學仍然有重要的貢獻。但會受到後現代思潮的挑戰。而宣教學者必須在維護聖經的權威及以正確釋經方法建構宣教神 學上宣揚其信心。因為宣教學是信仰群體對神的使命之研究。因此，宣教學必須主張以信心來詮釋聖經。此信心是承認使徒所宣揚的救恩信息和承認聖經的正典。
 
最後，在多元之中尋求一體性之努力往往把宣教學推離傳統的宣教理解。學者有不同的建議去解決此危機。 Bosch　建議以合一團契 (ecumenical fellowship) 來更正多元之分歧或在多元中製成一體性。[47] Marc Spindler 則希望把一體性推往未來。[48] Soare-Prabhu 建議以眾多社會文化處境來製定普世之主旨。[49]本文作者則建議返回聖經的研究以製定宣教學的一體性。就是研究以三一神為中心的普世宣教。神永不可能被摒棄於宣教之外。因此，聖經詮釋學就能在此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藉此以尋找聖經的意義及其在當今世界文化處境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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